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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代诗歌: 走向反讽中心主义

董迎春

〔摘要〕 反讽在古今中外的诗歌中一直是一种重要的修辞策略。反叛意识形态立场、颠

覆社会既有价值体系，“反讽”同样也成为朦胧诗以来的当下诗歌写作中较重要的话语策略，

但是第三代诗中的“口语写作”到了伊沙，反讽发展到话语转义的阶段，这时候的诗歌在诗

学形式上是一种重大突破，但是，“反讽”成为一种转义也意味着成为某种中心，潜在着某种

危险。反讽话语一方面积极推动当代诗学建构，一方面也呈现了某种写作上的误区，对 20 世

纪 90 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产生了负面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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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走向反讽逻格斯主义”，有效地从话语的层面指出了当代诗歌写作的口语中心化、集中化的写作倾向，反讽写作一

开始以幽默、讽刺产生了较好的修辞效果，但是反讽写作的中心化、集中化，也不断暴露出口语写作的负面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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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反讽时代的“反讽”

反讽成为当下文化艺术的主要特征，它与“后现代”

的消费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当代诗歌写作代表着当下

文化的主要特征，也渗透着反讽的表达策略。显然，“反

讽已经成为这个文化的主调，我们就只有尽可能了解反讽

的种种特点，包括其弱点与强处，以及反讽演化的出路，

才能找到能让文化新生的表意形式”〔1〕。由文革地下写作

而发展出的“朦胧诗”对“颂歌”与“战歌”不断进行

解构，“第三代诗”对“朦胧诗”又进行颠覆，这里面都

有“反讽”的修辞方式，20 世纪 80 年代末，以伊沙为代

表的“反讽叙事”把反讽推向了话语中心，且一直影响

至当下的诗歌写作。

反讽，构成了当代诗歌写作的最重要的写作策略，丰

富了当代诗歌写作的修辞与艺术性，给当下诗歌写作增添

了知性、智性色彩，使诗歌突破传统的抒情特征，重新确

认诗歌写作的精神价值与意义，但是“反讽”过多地在当

代诗歌写作中的策略性使用，也不自觉地走向反讽的“逻

格斯中心主义”①。从中国当代诗歌的发展脉络来看，“朦

胧诗”开始尝试“反讽” ( 仅是艺术修辞方式中一种) 、第

三代诗歌中的口语诗歌写作则将其作为文本主要修辞手段，

而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来的当代诗歌写作，“反讽”成为

当代诗学主要的修辞语言、诗学思维与哲学态度。

反讽 ( irony) 是西方文论最早概念之一，但也是较难

说清楚的 概 念 之 一，也 给 人 留 下 “臭 名 昭 著，难 以 捉

摸”〔2〕
的印象。反讽一词出自希腊文 eironeia，最初为古希

腊戏剧的角色典型，说着傻话，佯装无知，这类糊里糊涂

的“傻话”最后被证明为真理，从而让对手洋相百出，增

加了思想的说服效果，成为一种有说服力的修辞术。“反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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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基本性质是对假相与真实之间的矛盾以及对这矛盾无所

知: 反讽者是装作无知，而口是心非，说的是假相，意思

暗指真相; 吃反讽之苦的人一心以为真相即所言，不明白

所言非 真 相，这 个 基 本 的 格 局 在 反 讽 所 有 的 变 体 中 存

在。”〔3〕
柏拉图《对话录》中的苏格拉底经常扮演此类角

色。一直到 16 世纪，“反讽”都是传统修辞学中一种次要

的“修辞格”，从 17 世纪以来，德国浪漫主义文论开始，

“反讽”概念不断扩大，由以往的语言上的修辞，变成一种

话语的“转义”，一种新的思维与认知方式，最后发展到新

批评派、形式论，“反讽”被看作是诗歌语言的基本原则，

同时也成为诗歌的基本思想方式和哲学态度。
著名学者钱钟书多次指出老子的“与物反矣，及至大

顺”中“反”的修辞结构，诸如“大直如屈”、 “大成若

缺”、“上德不德”、 “美者不言，言者不美”，这类“反”
与“反讽”相似，他称为“冤亲语” ( paradox) 与“反案

语” ( oxymoron) 。诗人郑敏说: “中国俗说‘听话听音’，

正说明在言语的阳面的显露之外，还有那阴面隐藏的部分，

这使得语言的透明度远不如它表面所表现的那么天真。语

言的受压抑部分和所表现部分同样都在交流中起着信息传

达的作用。”〔4〕
中国传统中“反讽”思维也同样影响当下写

作思维，反讽背后显然有许多值得我们探讨的话语秘密。
20 世纪开始，话语的转义研究从修辞学层面加速推

向更为广阔的人文学科中的历史学、人类学、心理学和哲

学等领域，反讽再次成为理论界关注的话语研究重点。海

登·怀特认为“历史诗学”中存在隐喻、转喻、提喻和

反讽这四种转义形式，“反讽、转喻和提喻都是隐喻的不

同类型，但是它们彼此区别，表现在它们对其意义的文字

层面产生影响的种种还原或者综合中，也通过它们在比喻

层面上旨在说明的种种类型表现出来。隐喻根本上是表现

式的，转喻是还原式的，提喻是综合式的，而反讽是否定

式的。”〔5〕“反讽则是辩证的，元分类的，自觉的; 它的

基本策略是词语误用，即用明显荒唐的比喻激发对事物性

质或描写本身的不充足性的思考。”〔6〕
反讽对较广学科与

领域的渗透，也同样影响了诗歌创作，这也为“朦胧诗”
以来的当代诗歌话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。

二、“反讽”: 当代诗歌写作的主要策略

当代诗歌话语研究主要考察“朦胧诗”以来的诗歌

写作策略，特别是当代诗歌发展到了“第三代诗”中的

“口语写作”，此时的“当代诗歌没有 20 世纪 50 年代的神

采飞扬，没有‘朦胧诗’年代的忧世胸怀，没有‘后朦

胧诗’年代的哀伤精致，当今诗人过分陷于犬儒主义的自

我怀疑，都是对的，但是不可否认当代诗人技巧的纯熟，

形式的多变，超出新诗的任何时代”〔7〕，赵毅衡先生指出

这种“纯熟的”诗学形式就是“反讽”。反讽基本成为当

代诗歌写作的主要形式，特别是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

代初以来的诗歌叙事，反讽已经变成当代诗歌话语的中

心，成为主流的口语写作的范式，以伊沙为代表的写作诗

潮占据了诗坛写作的重要位置。
第一，“朦胧诗”反讽

“朦胧诗”更多是在隐喻思维下的话语转义，“反讽”
偶尔也会出现在一些比较智慧与具有良知的诗人的诗歌话

语中。黄翔便是这一批最具道义感与责任感，且自觉与主

流意识形态保持某种距离清醒的诗人之一。
本文把黄翔纳入“朦胧诗”的写作，有学者把他的

《独唱》看作是朦胧诗较早的作品
〔8〕，但与这首诗歌一样

具有反讽意味的作品还有 60 年代创作的《野兽》。黄翔写

道: “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 /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 /我
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 /我是践踏野兽的野兽 / /我的年代扑

倒我 /斜乜着眼睛 /把脚踏在我的鼻梁架上 /撕着 /咬着 /啃
着 /直啃到仅仅剩下我的骨头 / /即使我只仅仅剩下一根骨

头 /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”。“野兽”是全诗的

核心意象，以之为题，具有强烈的 “反讽”意味。人沦

为兽，人性退化为兽性，这是诗人给我们勾画出的恐怖时

代的病相，其批判锋芒不直接涉及政治，而是对以政治为

主导生活的人性被异化的现实语境的批判。这里面充满了

历史的反讽意味，“‘历史反讽’ ( historical irony) ，机制

与情景反讽相似……有时被称为‘世界性反讽’ ( cosmic
irony) 。大规模的人类行为，例如政府干预股市、房市，

或许不被人看成是一个符号表意，但是文化核心依然是个

意义问题。‘宇宙性反讽’是人类文化对付历史无能为力

的象征。”〔9〕
反讽话语，侧重从“语境论”角度进行否定

与批判。它在意识形态意蕴方向走向了自由与颓废时期，

走向了文化上的虚无主义。
北岛的《回答》写道: 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

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， /看吧，在那镀金的天空中，飘满了

死者弯曲的倒影。 / /冰川纪过去了，为什么到处都是冰

凌? /好望角发现了，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?”“卑鄙是卑

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，这是当时政治意

识形态笼罩的文革情境中人性被扭曲的现实，诗歌对人性

丧失进行了语境的文化批判，渗透着“历史反讽”意味。
在顾城的诗歌中，也有诸多“反讽”，诸如有悖常理

却渗透着智慧与沉痛的“正话反说”，也是一种“历史反

讽”，诸如《一代人》: 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， /我却

用它来寻找光明。”这是对文革那一个时代的揭露与批判，

成为人性丧失时代的“世界性反讽”，“一代人”因为寄

身于这样的时代，同样面临变形、异化，但是对正直、有

良知的诗人而言，他们仍在漆黑的天空中仰望属于内心的

星辰，在心理上吁求人性中的善与美。《远和近》也同样

体现出悖论、反讽的意味: “你 /一会儿看我 /一会儿看云

/ /我觉得 /你看我时很远 /看云时很近”，通过情境的错位

达到一种“反讽”效果，一种是以“云”隐喻纯粹与美

的事物，一种是以“文革”刚刚结束的“我” ( 异化? 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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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?) 为隐喻来对应纯粹、美的事物。“你”作为“他者”
本应该与“我”的客观距离最“近”，但心理距离却非常

遥远，从自然距离而言，看 “云”时应该离得很远，但

是相反却感觉到距离之“近”，你、我之间的距离是如何

造成的? 回到“文革”的历史语境，我们自然领悟到这

是时代造成的生命悖论。
又如朦胧诗代表诗人多多的诗: “我写青春沦落的诗 /

( 写不贞的诗) /写在窄长的房间中 /被诗人奸污 /被咖啡

馆辞退街头的诗” ( 《手艺———和玛琳娜·茨维塔耶娃》) ，

“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 /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” ( 《无

题》) ，这些诗歌突出埋怨的处境、对生活痛苦的感知、
联想，语言上的敏感与尖锐构成了诗歌的艺术特色，也不

乏机智的反讽。
第二，“口语写作”反讽

“第三代诗”中的“反讽”主要体现在“口语写作”，

其创作原则是“真实高于一切”，着重展现普通的平凡生

活中种种荒诞的、非常态的情绪心态和生存情态，非理性

的荒诞品格成为“口语写作”进行反讽叙事的基点与聚

点。克尔凯 郭 尔 在 15 条 “反 讽 论”中 最 后 一 条 指 出:

“恰如哲学起始于疑问，一种真正的、名副其实的生活起

始于反讽。”〔10〕
口语写作，侧重于日常生活的叙事，通过

“真正的、名副其实的生活”来解构抒情的、传统的、隐

喻的、形而上学的理性、诗学观念。
四川诗人尚仲敏的《门》是一首颇为犀利的反讽诗

歌: “门，靠着墙 /直通通站着 /墙不动 /它动 /墙不说话 /但
它 /就是墙的嘴 /有人进去，它一声尖叫 /有人打这儿出去，

它同样 /一声尖叫 /但它的牙齿 /不在它的嘴里 /它不想离开

墙 /它压根就 /死死地贴着墙”，这里面明写“门”，实写存

在的荒诞，人的荒诞，暗示了环境的荒诞对人格的分裂影

响，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门，却变成被异化的“嘴巴”，如

持久而过时的“传统”变成“墙”堵住了“自由”与“希

望”。胡冬的《一路平安》也有这样的诗句: “上街时最好

提两只哑铃 /以免被风刮破。”这种荒诞不经的失重感透视

出人的非自由的生存本质与现实处境。在一定意义上，反

讽是元比喻式的，它在修辞性上属于语言的正话反说，是

在意识中被自觉使用的，“反讽就代表着意识的一个阶段，

在其中语言本身那种成问题的性质已经被认识到了。它指

向的是所有关于实在的语言描述之潜在的愚蠢性，就如其

拙劣模仿的信念一样荒谬绝伦。”〔11〕
由此可见，这种种源于

诗人的敏感心灵的反讽式的生存悖论，揭示出存在世界的

荒诞性的本质，人无时无刻不遭遇“现实困境”的挤压。
同时期，诸 如 此 类 具 有 “反 讽”意 味 的 诗 歌 还 有:

“父亲是萝卜 /母亲是一只母鸡 /漫不经心地放屁 /有什么罪

过 /笼子里的人 /总是还原为猴子” ( 张锋: 《军规》) ; “有

一个默许总展示不了 /于是一个人病了 /又有一个人病了 /然
而窗子总不见亮光 /四季没有病 /终于有蝙蝠扑着翅膀 /总算

捎上点星光了 /没有目的的笑最纯真 /而默许就是阴谋 /于是

病毒开始流行了” ( 贝贝: 《默许》) ; “真理就是一堆屎 /我
们还会拼命去拣 /阳光压迫我们 我们还沾沾自喜 /……在

真理的浇灌下 /我们茁壮成长 /长得很臭很臭” ( 男爵: 《和

京不特谈真理狗屎》) 。我们无时不感到现代社会处于自我

分裂与异化的状态，第三代诗人对中国当代社会面临的西

方后工业社会带来的文化冲突，是极其敏感与体会深刻的，

他们的诗歌表现出当下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背景下人的

“单面人”特征，有时也带上一种世纪末的病态情绪，体现

出对死亡的思考。这类探讨“死亡”主题的诗歌，是海德

格尔式的“向死而生”的存在反讽，在种种消解与积极虚

无的情怀下，事实上构成不是肉体意义的“死”，而是一种

穿透死亡深渊与恐惧的生命智慧与探索精神。但是，这类

诗歌同时也体现出消费化、市场化对人精神上的否定作用

和消极影响，具体表现为文化上的虚无主义倾向。
在“第三代诗”中，欧阳江河的 《手枪》通过语言

的解构，特别是对汉语作为表意文字的拆解，来达到对政

治主题的消解、去中心化，这里面渗透着强烈的对政治意

识形态的反讽式的颠覆力量。欧阳江河式的解构在他的代

表作《玻璃工厂》中同样也有体现: “从看见到看见，中

间只有玻璃。 /从脸到脸 /隔开是看不见的。 /在玻璃中，

物质并不透明。 /整个玻璃工厂是一只巨大的眼球， /劳动

是其中最黑的部分， /它的白天在事物的核心闪耀。”诗人

在事物的转喻当中找到事物的类似，从玻璃本身的冰冷、
透明、易碎、可反光、尖锐等特征延伸到对世俗生活的哲

理化思考，揭示“透明的代价”，即后工业时代到来后，

人面对物质文明所带来的精神迷茫、疼痛、焦虑与撕裂，

这里面充满着“情景反讽”。
“第三代诗”看到朦胧诗以来语言的“矫情”与“堕

落”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从语言本身来颠覆现有

的价值体系。在词与物、词与词、词与世界之间，不断地

制造语词、语义的分离与差异，尽情发挥语言自身的能动

性与创造性。这一阶段的诗歌在这种缝隙之间增补诗意，

对以往“朦胧诗”现实主义观的工具理性语言，进行了

清理与去蔽，也重新面对中国几千年语言背后嵌入的“工

具理性”，从语言的层面破除语言的迷信，从而让语言在

诗歌的文化语境中获得某种裂变与新生。诗歌理论家欧阳

江河把其称为“反词立场”， “词与物的初始联系不像看

上去那么单纯，就其起源而言早已布满了外在世界所施加

的阴影、暴力、陷阱”， “词的世俗性意义无论朝向善恶

的哪一向度，都含有某种特异的精神疾病气味，它是不祥

的，因为它除了是某种体制话语的产物，也是人性丧失的

一部分。”〔12〕
欧阳江河看到这种“反词立场”背后的暴力

专制结构在制约文学的思维。对约定既成的话语与机制，

诗歌更应该注重对立语词之间的游离与断裂，语义符码的

编码与解码，由此形成一种渐为开放与自由的语境。反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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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的写作为这种语境提供了较好的切入路径。
“第三代诗”的反讽语言表现为语言狂欢与自由娱

戏。反讽的诗歌就是把那些粗暴的，甚至带有丑陋的语词

放在文本上，通过语境论，使得这些词语身上散发出不同

的语义，在能指与所指之间造成某种语义偏离，建构喧

哗、震荡、创造、自由的文本世界，诗歌通过对语言的解

构形成强大的反讽张力，增加诗歌的修辞效果。
第三，反讽: 走向中心主义

80 年代不同阶段的诗歌均被贴上“先锋”，也以不同

方式呈现了“先锋”的立场与姿态。“地下诗歌”、“朦胧

诗”延续了“五四”启蒙的旗帜与立场，体现出一种批判

现实主义的批判立场，在颠覆传统价值上他们均采用了

“反讽”的修辞策略。第三代诗歌中的口语写作更注重通

过生活情境的反讽来体现个体存在的困境与悖论。“口语

写作”到了伊沙这儿，反讽作为主要话语策略，推动了

“口语”诗潮在当下诗歌的写作影响。
伊沙的《车过黄河》这首代表作写道: “列车正经过

黄河 /我正在厕所小便 /我深知这不该 /我应该坐在窗前 /或
站在车门旁边 /左手叉腰 /右手做眉檐 /眺望 像个伟人 /至
少像个诗人 /想点河上的事情 /或历史的陈账 /那时人们都

在眺望 /我在厕所里 /时间很长 /现在这时间属于我 /我等了

一天一夜 /只一泡尿功夫 /黄河已经流远”， “黄河”这个

意义在伊沙诗歌中绝对不再指示“母亲”等义，而直接

就是指 “物”的层面上 “黄 河”这 个 地 理 学 概 念 上 的

“河流”，“指示符号”与它所代表的对象之间没有自然的

类似性，只有经验上的因果联系; 指示符号与所指涉的对

象之间也仅具有因果或是时空上的关联。如路标，就是道

路的指示符号; 而门则是建筑物出入口的指示符号，他通

过这种“语境还原”来颠覆与反叛当下过于“暧昧”与

“朦胧”立场的“朦胧诗”写作，颠覆宏大叙事与抒情

性，“小便”、“厕所”、“尿”等一些意象，对以往诗人常

借“黄河”抒情实行“互文式”的语境反讽，从而表达

出“反讽叙事”对语言与诗歌写作中的不信任，对“作

伟人”等抒情、隐喻进行暴力消解与语义反讽。
伊沙的诗属于“第三代诗”中的“口语写作”，显然

又不同于第三代诗人的口语写作，第三代诗人诸如丁当、
韩东、于坚等人的写作中，的确也充满着“反讽”，但是远

远不及伊沙来得坚决与深刻，第三代诗中口语写作多少略

显平淡、直白、冷静、无味，而伊沙的“反讽叙事”走得

更为彻底，来得更为动荡、激烈、癫狂与尖刻，正如第三

代诗代表诗人韩东说道: “伊沙则始终立足于‘中国’，或

曰‘现场’，他的活力、热情、火爆、直接、尖刻、调侃、
当下、现实感、颠覆性，以至世俗、矛盾、滑稽、轻狂、
混乱、漏洞、难以容忍皆来自于此。”〔13〕

可见，反讽叙事的

口语写作，显然比之前的“口语”走得更为彻底、深入，

同样它的文本快感也获得读者的广泛认同与效仿，变成一

股新的诗歌话语潮流影响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诗歌创作。
三、“反讽诗学”的价值及缺失

80 年代后期的商业化逻辑迫使人们放弃这种那种过

于沉重的叙述而追求一种轻松的语气、语调，包括远离宏

大叙事的生命态度，反讽的诗歌写作呈现了人们对闲逸与

超脱的心理期待。反讽构成一种强有力的抵抗精英文学话

语的方式。
反讽的文本动因，是语境本身巨大压力相互作用的结

果，“反讽话语不仅像隐喻、换喻和提喻那样，是关于现

实的陈述，而且还至少假定陈述与其再现的现实之间的分

歧。反讽言语使人模糊地意识到事实与虚假之间的区别，

而这种区别不是三段论 ( 命题、反题、合题) 的辩证法，

而是语言与其试图包含的现实之间的转换的辩证法。”〔14〕

美国哲学家罗蒂 ( Richard Rorty) 提出了“反讽主义”
来替代传统的“形而上学世界观”。在消费文化支撑与导向

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语境中，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“口语写

作”不断变成诗歌写作的主要话语模式，同时也走向了逻

格斯中心主义的反讽叙事。反讽中心主义，是诗歌话语的

在场形而上学，其走向中心化、秩序化的写作态势，同样，

也意味着诗歌写作的集中化、中心化的话语倾向。
“口语写作”中的“反讽”，逐渐成为一种主要的话

语转义手段，到了 80 年代末伊沙等诗人的出现，则成为

一种很容易被读者接受与认同的叙事风格，逐渐变成当代

诗歌书写的一种主要话语策略。究其原因: 一方面，是因

为反讽是文本表达的一种有力的修辞策略与生命态度，它

以其有效的解构与批判性被越来越多的诗人所认同; 另一

方面，反讽进行否定与批判的同时，也意味着现实语境对

文学的挤压，从而消解话语背后的语言压力。 “这种诗，

由于能够把无关的和不协调的因素结合起来，本身得到了

协调，而且不怕反讽的攻击，在这深一层的意义上，反讽

就不仅是承认语境的压力。不怕反讽的攻击也就是语境具

有稳定性: 内部的压力得到平衡并且互相支持。这种稳定

性就像弓形结构的稳定性: 那些用来把石块拉向地面的力

量，实际上却提供了支持的原则———在这种原则下，推力

和反推力成为获得稳定性手段。”〔15〕

80 年代末的反讽话语对 90 年代以来的诗歌写作产生巨

大的影响，90 年代以来的文化仍然是以经济、消费为中心，

这就决定了消费生活在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，而消费语境

背后则充满着现实生活的无奈与无力的精神困境，80 年代

的“反讽”话语背后对应精神上这股虚无主义思潮。走向

“反讽中心主义”的诗歌话语意味着新的中心与秩序化的同

时，也意味着对诗歌抒情本体的背离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

反讽写作的中心化、大众化的话语现状，构成了艺术话语

与时代精神的双重“悖论”，“反讽中心主义”对当代诗学

积极建构的同时，也意味着某种潜在的话语危险。
“反讽”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以来主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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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歌写作策略与中心诗学话语，表现得相当成熟， “成

熟”就意味着某种危险与警惕，从而不断突破与建构当代

诗学。它的缺失具体表现为以下三点:

第一，海登·怀特指出 “转义”的四种话语，其中

“反讽”代表了“话语转义”的最高样态。四种转义话语

按其自身的规律性也要求以更高形式或者轮回的形式来替

代已经处于较高形式的、成熟的“反讽”。
反讽是元分类的，辩证的，自觉的，“已经成为一种

成熟的世界观，因此也是跨意识形态的。”〔16〕
但是，反讽

作为“语言策略，它把怀疑主义当作解释策略，把讽刺当

作一种情节编排模式，把不可知论或犬儒主义当作一种道

德姿态。”〔17〕
在克尔恺郭尔看来，“对意义与价值无终止相

对化”的浪漫派反讽是“极度危险的、甚至会导致伦理

上无能的极端化的‘美学的’态度”。〔18〕
同样在弗莱看来，

“绝对的反讽是疯狂的意识，本身就是意识的终结”〔19〕。
反讽，从语言修辞上的正话反说，变成一种认知思维，其

背后同时指向自由、颓废时期的“虚无主义”意识形态，

如果在思维上一味地反讽，事实上也会带来某些言说的危

险，“把不可知论或犬儒主义当作一种道德姿态”〔20〕，“导

致伦理上无能的极端化的‘美学的’态度”〔21〕，这种极端

性也对应了 19 世纪以来的西方意识到“现代性”导致的

虚无主义文化危机。这种危机也同样发生在当下国内脆弱

的、速效的“后现代主义”与经济 － 消费生活合流形成

中心的反讽叙事写作。
因而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话语必须转回到 “隐 喻”

这种思维上，不断创造新的话语“神话”，当代诗歌话语

才有可能突破，从而改变当下诗歌写作 “反讽中心化”
的写作倾向。

第二，“反讽”作为诗歌写作中的认知思维，其背后

渗透了批判式与否定式的写作立场，但是一味地批判与否

定会加重文化上的虚无主义情绪。显然，这种文化上的虚

无主义一直深深地影响到当下文化，反讽叙事的诗歌写作

便是这种文化的症候。
反讽叙事的“口语写作”，或者以反讽为中心的写作

同样值得我们警惕。“反讽”成为当下速成、时尚的诗歌

话语，纷纷被精神与文化上缺失信仰的写作者所效仿，让

“口语写作”走向了极端化的“口水写作”误区。显然，

“反讽”与一个诗人的写作智慧是相对应的，并不是每个

诗歌写作者都具备“反讽”的成熟智力、修辞能力，结

果在当下许多“反讽叙事”的诗歌话语中，出现了许多

扁平、单调甚至庸俗化的写作情形。对“反讽”的过多

运用，体现出诗人主体对写作伦理、美学建构缺失信心、
勇气。当然，这种“反讽”诗歌话语，在 80 年代末 90 年

代初之所以盛行，也与当时由于众多“事件”的文化冲

击导致信仰上的缺失与迷茫相关。诗人们耽溺于这种“正

话反说”的话语结构与文本修辞的狂欢化，其背后自然呈

现出诗人的怀疑主义与不信任感，“反讽叙事”由此走向

颓废、堕落的丧失写作伦理与“合法性”和谬误认同误

区。经济消费为中心的“现代性”一方面以一种秩序化

的面目出现，推动当下书写的文化进程; 另一方面也暗示

“现代性”的无限性欲望与悖论，以及与个体内心冲突的

不可否定的生命事实， “反讽”话语背后渗透着强烈的

“虚无主义”。如果诗歌话语需要突破，它必然要轮回到

话语转义的“重复阶段” ( 维柯语) 。
第三，“反讽叙事”的“语言观”显然与诗学意义上

的语言还有距离，并未真正进入“语言转折”，仅在文化

意识与社会价值这些层面纠结、重复。
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，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对中国影

响较大，解构、怀疑、颠覆、消解既有的价值立场，重建

社会信仰，以“反讽”为话语特征的诗歌写作无疑是这

类认知论思维的症候之一，它推动当代诗歌的修辞水平与

语言建设。然而，诗歌首先应该是语言、诗学意义上的诗

歌，反讽叙事整体上还缺少语言本体的建构。除了一部分

反讽叙事的优秀诗歌作品之外，绝大多数写作并未进入反

讽的诗学层面。著名诗人郑敏认为，“至于诗歌语言理论

方面，当前一些被认为用后现代主义诗语来进行创作的所

谓第三代作品也是一场误会。诚然他们在反对古典修辞学

对词藻之类的重视，但他们本身的语言观显然并没有进入

西方 后 现 代、后 结 构 的 各 派 所 共 同 接 受 的 ‘语 言 转

折’。”〔22〕
显然，第三代诗中的“语言论”是备受质疑的，

第三代诗的“口语写作”发展到以伊沙为代表的“反讽叙

事”话语对诗学建构产生了一定作用，但反讽作为修辞的

有效性、可操作性仍有待理论上的深入研究。
四、结语

在古今中外的诗歌中，“反讽”一直是一种重要的修

辞策略，以中国当代诗歌考察为例，“朦胧诗”反叛了集

权意识形态的话语立场，第三代诗中的“口语写作”颠

覆了既有社会价值体系中的宏大叙事，“口语写作”发展

到了伊沙的写作，反讽渐渐成熟，这时候的诗歌在诗学形

式上是一种重大突破，“反讽”也成为朦胧诗以来的当下

诗歌写作较重要的话语策略，但是， “反讽”成为中心

化、主流化写作趋势也意味着某种潜在危险。
反讽作为一种成熟修辞，唯有对其积极引导，充分利

用“反讽”的积极修辞表达效果，在精神与情操上不断

强化诗人的责任意识、艺术信心、生命信仰、终极关怀，

中国当代诗歌才有可能书写积极的、歌唱的、诗学的、语

言本体的生命之诗，由此，反讽年代的反讽叙事，嵌入

“生命”意识将推动“反讽”作为诗歌写作形式的新的发

展阶段。正如形式 － 文化论研究的著名学者赵毅衡先生所

言: “我们无可挑选地面对一个反讽时代，反讽式社群构

成有其难处，但是不见得没有任何好处，只有如此理解，

这个文化才能找到新的演进方向。”〔23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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